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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易之:论杜威培养“4C 公民”的教育哲学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与什么样人一起来变革天下”，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教育问题。

继孔子、柏拉图、卢梭、马克思之后，杜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提出了培养具有反思性

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造力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来建设他所倡导

的伟大共同体。这种“4C公民”的论述，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意义，也被认为是国际 21世

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杜威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学思”“知

行”问题转化为“思考、交流和行动”“合作性问题解决”,建立一种面向每个人培养问题解

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哲学，从而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以应对

未来的不确定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反思性思维；问题解决；交流；审美经验；伟大共同体 

 

2600 年前的一天,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以挽救礼崩乐坏的周天下的孔子让子路问津时,隐

士桀溺向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对于这种“谁以

易之”的问题,孔子指出，教育要培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来变革天下。 

在历史上，教育学家都会不断提出“谁以易之”来回应和扭转其所遇到的时代困境。例

如，针对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到工业国家、现代工业强国再到世界超级大国所不断遭遇

的时代难题，杜威提出了一个以培养公民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大国教育哲学。 

与儒家的教育思考不同，杜威的教育哲学把“修己、安天下”的责任赋予了每一个人。

在他看来,人生和社会总会不断地面临问题和危机，每个人都必须具有问题解决以及合作性

问题解决的能力,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天下变革。因此，

教育要相应地培养具有反思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造力（即

4C 能力， 4C 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和“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的首字母缩写）的公民，才能不断建

构伟大的共同体（great community）。 

杜威的这种思考被近来国际上兴起的 21 世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国内被称为核心素养

运动)引为理论的奠基人(Deng & Peng, 2021)。而 21 世纪能力是指那些超越例行工作所需

要的、不能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代替的高阶能力,多聚焦于“4C”能力。国际上也把这场

改革运动称为从“3R”(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即读写算)到“4C"的转变(彭正梅,

邓莉，2017)。杜威对 4C 以及培养 4C公民的论述，不仅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明显的开创性

意义,同时也与这场以 21 世纪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改革运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与这场

教育改革运动强调全球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不同，杜威把培养 4C 公民的独特论述与建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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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同体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使得他的论述更具有世界意义和未来意义。 

如今,发出“谁以易之”之问的这片古老大地,也正在思考如何在这样- -个全球知识社

会的时代，建设一个伟大和民主的强大国家，并进而对人类福祉做出新的贡献，因此，这也

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显然，相对于孔子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

复杂，甚至社会实践的每一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以及教育等都面临着极

为复杂并更加迥异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更需要培养每个人的问题解决意识、问题解决能力

和创新能力，需要去建构一种以此为导向的新的大国教育哲学。这样一种教育哲学，当然需

要我们自己去创造。不过，按照文明间可以互学、互鉴的精神，我们也可以重新探讨和学习

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100年前到访过中国的教育家杜威有关培养“4C能力”公民的教育哲

学，把教育思考聚焦于培养每个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 

目前，国内外很少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杜威的教育思想。不过，关于杜威 4C 方面

的论述，有此中外文献对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例如，探讨杜威立足于培

养儿童的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个体社会生活的主动适应（刘铁芳，

2010）；探讨杜威的“从做中学”及其探究性教学论，强调杜威的“探究”具有多方面的出

场学意义（唐斌，2014）；考察杜威独特的反省思维的方法（石中英，2017）；阐释杜威的“智

慧”概念，指出智慧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方法性，并探讨杜威智慧概念的教学方法论意义（仲

建维，乔宏时，2018）；以“共同体”概念为切入点重新考察《民主主义与教育》，阐明杜威

在教育哲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上的统一性（程亮，2016）；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探讨杜威的

交往观及由此引出的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对教育的意义（童世骏，2020）；阐明杜威

为了建立民主的共同体，试图培养有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使之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与社区生活，并把这种地方性的民主生活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唐克军，蔡迎旗，2007）。

在国外文献中，Rodgers（2002）曾经探讨过杜威的反思性思维，Biesta（2006）和 Belman

（1977）曾经探讨过杜威的交流转向，Honneth&Farrell（1998）探讨了杜威的合作民主的

意义，还有些作者进行过综合性的考察（Coke，2000；Wang，2016），但这些考察都没有系

统地探讨过杜威的 4C 内涵，也未将其与公民教育和伟大共同体建设联系起来。本文试图从

杜威实践哲学的角度来勾勒杜威对 4C的论述以及他相应的教学思考。有人认为，杜威的 4C

论述体现了其哲学的四个转向（Garrison，Neubert，&Reich，2012，pp.77.108），他在西

方教育学史上提出的 4C公民的理想形象，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持续发展。 

 

一、实践的理智转向：反思性思维及其培养 

 

在杜威看来，人是生活在一个带有风险的环境中，人需要用行动去克服他所面临的危机

和问题。但人类的实践不会像低等动物那样漫无目的，而是会通过观念和思维自觉地指导行

动。“思维的力量使我们摆脱对本能、欲望和惯例的奴性屈从，然而也给我们带来谬见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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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机会和可能性。它把人类提升到其他动物之上，同时对人类开启了失败的可能性，而本

能支配的动物不会陷入这种可能性。”（杜威，2015c，第 98页）这说明，人是一种需要实践、

能够实践的动物；实践总是为了克服困境和风险，但也总会产生新的困境和风险；人总是要

不断地实践。进一步而言，神有能力但不需要实践，动物需要实践但没有实践的能力，只有

人是实践的动物。杜威指出，人生在世，总是要不断地解决问题，总是要不断地进行思维，

特别是进行反思性思维。 

（一）反思性思维是情境逻辑 

《我们如何思维》（1909）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思维，特别是反思性思维及教

学问题，被认为是进步主义教育者的圣经。尽管杜威 1933 年对此书进行了修改，不过他并

未引入新的思想，而是对其教育理论可能遭遇的反对和误解进行了补充说明。那么，什么是

反思性思维呢？杜威认为，它“是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深思”（杜

威，2015c，第 85 页）。这就是说，思维并不是指大脑的所有思考。在杜威看来，人类的大

脑有各种思想在流动（“意识流”），例如漫无目的的回想、欢快而无稽的期望、倏忽即逝的

印象以及鸡毛蒜皮的“闪念”。这些如佛家所说的“一念三千”的思想，通常并不直接感知

事物，而多是一些想象和印象，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比而言，杜威认为，反思性

思维是一种较好的思想或较有价值的思维，因为它要求这些大脑中的印象和思想必须是连续

的，而且必须是针对某个问题的。 

反思性思维不是遐想随思，但也不是一种严格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式的，一般性

的，剔除了特殊的、专门的事物，不考虑论题的实际内容，只追求普遍的有效性。杜威指出，

真正的思维是时间性的，并根据习惯而进行。反思性思维鼓励思维者进行细致透彻的思考，

但不采用形式逻辑，因为形式逻辑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思维，甚至也不能告诉我们应该

怎样思维（杜威，2015c，第 129—133 页）。但反思性思维的结果可以采用逻辑思维来加以

表述。 

可以看出，杜威的反思性思维探讨的是思维的内容，尽管其结论也具有某些形式逻辑的

特征。反思性思维涉及的是理性的当下的真正使用，是与思维的对象或材料联系在一起的。

它是一种情境逻辑，如政治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它体现了思维在那里发生的规则和程序。

1938 年，杜威又把自己的逻辑称为探究的理论，即探讨应对困难情境的规则，以及提高应

对困难情境的能力。 

这种情境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过程，而形式逻辑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实际思维过程的结

果。尽管可以把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心理的）和结果（逻辑的）加以区分，但这也并不是说，

只有结果才是逻辑的。确切地说，反思性思维的过程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这首先表现在种种

事件向着一个最终顶点的有次序的运动。思维者必须考虑他所采用的手段、证据是否能够很

好地预测将来获得的结果。同时，他对这个思维过程还必须保持着一种反思性的态度，不断

地评估、推测和计算种种关系，从而找出情境所许可的一种准确规定的关系。因此，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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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不是不知不觉进入我们大脑中的那些想法。传统、模仿以及权威指导，都不是思想合理

的原因，因为它们或是基于某种形式的权威，或是依据某种利益或强烈的情绪。这类思想不

过是偏见而已，“它们不是经由观察、收集和检验证据等人类思维活动而得出的结论，而是

凭空而下的断语”（杜威，2015c，第 88 页）。但这并不是说，有证据就是好的思维。例如，

“地球是平的”，也是有其视野内的证据，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对这些证据作进一步的探究，

还需要检验其他的证据并寻求新的证据，据以探讨不同的假设，且对新的假设保持开放。 

如果说思想就是信念，那么，在杜威看来，信念不能基于惰性、惯性和传统，真正的信

念必须基于反思性思维。反思性思维必须面对问题，必须有种种观念的有序连接，必须有受

控制的目的和结局，必须有考察、探究和检验。 

康德把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称为一种启蒙的成年状态，而杜威把思维与真实的问题联

系起来，认为没有真实的问题就没有反思性思维。没有反思性思维，理性也就不可能达到成

熟的状态。 

（二）反思性思维是为了解决生命实践过程中的问题 

在杜威那里，反思性思维不再是对永恒理念世界的沉思，不再是日常生活和自然活动的

对立，而是在生命过程中对生命任务和要求的掌控。简单来说，反思性思维不同于其他生命

实践过程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它可以被联系、被控制，从而可以为生命

成长提供帮助。杜威认为，人必须通过行动才能生活，但生活总是会遇到问题。人们所生活

的这个世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也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对小成就的骄傲吹牛

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持续的失败、丢脸和打脸；在最辉煌的盛世里，恶毒的眼神正在酝酿恶

毒的计划。因此，人的实践行动具有一个内在而不可消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伴随于它的不

确定性和危险性（杜威，2015c，第 35—57 页）。在杜威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无法通过纯粹

沉思性的或宗教性的活动如献祭来解决，也无法通过蔑视技艺活动、物质的活动以及纯粹认

知来消除。相反，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用反思性思维来不断地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且，

这种实践的不确定性恰恰也是反思性思维产生的前提。在杜威看来，所谓反思性思维的特征

表现在从怀疑的、有问题的情境到确定的情境；把经验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某种失调

的情境转变为清楚的、有条理的、安定的以及和谐的情境（杜威，2015c，第 148页）。这表

明，反思性思维基于某种问题才会真正发动和产生，直到问题的解决。这也必然表现为思维 

者的经验获得了某种不同的新认识，形成了新的习惯特性，即个体的经验得到了改造，从而

有助于解决未来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类似问题。相反，如果个体的经验在这个实践过程中

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这就是不完全的、无效的思维，也不是杜威所说的实践。 

反思性思维不是一种自发的现象，它也不是根据普遍的原理而发生的。但是，总有什么

东西触发或唤醒它。这要求我们面对问题情境进行猜想，并提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但是，按

照实用主义的理念，我们不能停留于此，我们还必须使思想更清晰，也就是行动必须有可预

想、可预期的结果。因此，提出不同的假设之后，在思想上再对此逐一加以衡量、排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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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进行操作或操作化，然后再进行实验。这是一种步骤化的思考和学习的方案。其简单的

程序就是：问题化、操作计划或操作化、实施、验证（杜威，2015c，第 152—158 页）。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把反思性思维转变为一种问题解决的逻辑，

教育的任务也被认为是培养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 

这种反思性思维实际上源于 17 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实验的方法。杜威看到，这样一种

方法带有普遍的有效性，也可以应用于社会道德领域。他相信，采取实验的方法将会带来一

场真正的社会决定和社会实践的道德革命，它将会减少不宽容、迫害和狂热以及利用意见不

断制造阶级斗争的社会问题（杜威，2009，第 238页）。也就是说，在杜威看来，17世纪所

发现的不仅是太阳系的布局和运动规律，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探究方法，它比先前的方法

具有更为惊人的优势，可以应用于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例如伦理实践。 

对于伦理实践，杜威指出，我们应放弃对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则的崇拜，而转向对具体情

境中道德问题的解决。作为一种生活经验，道德问题始终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情境息息相关：

“任何一次对‘善’有意义的探寻都和某个道德问题情境所处的独特环境内一次具体的探

究相联系”（希克曼，2010，第 116—117 页）。概言之，不同的道德情境具有不同的善性，

伦理就是情境伦理。道德的目的不是最终要达到的终点，而是指向过程本身。“它是转变现

存情境的一个积极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完美是生活的最终目标，生活的目标是保持一种使

生活不断完善，不断成熟与优雅的过程”（杜威，2004，第 95 页）。而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要

培养一种理智的探究精神。 

杜威把这样一种理智的探究方法在人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使用，称之为实践的理智化，

而不是相反（仲建维，2016）。人类总是生活在充满危险的情境之中，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

境况。反思性思维使得人类实践变得理智化，这种理性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纯粹的

甚至高尚的理性，而是与生活、实践、生命的艰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生物性

的存在，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互动。理性是人独特的生存能力，但并不具有先在性，它就是人

类实践的结果，表现为冲动和习惯的不断互动，并会形成作为理智实践关键的人的审慎

（Deliberation）特性（丁立群，2012，第 288—296页）。 

（三）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反思性思维能力 

杜威力图使人类实践理智化，显然也包括作为人类总体实践分化领域的教育。实际上，

教育实践的理智化问题与人类其他的实践如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杜威指出：“教育并非

只局限于理智的方面，还需要培养态度、道德和审美，但是所有这些事物里面，都必须有一

个思维的因素，否则它们就变成机械的、因循守旧的，美的欣赏就会变成一种冲动。道德会

变成轻率的独断。”（杜威，2015d，第 133—134页）因此，教育本身的理智化，也有助于其

他政治、审美、道德等实践领域的理智化。教育的理智化就是在问题情境中发展个体反思性

思维的能力。 

在杜威看来，学校是我们学习解决生命问题能力的地方，是帮助学生反思性思维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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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训练思维能力的巨大价值在于：原先经过思维充分检验而获得的意义，有可能毫无

限制地应用于生活中的种种对象和事件，因此，在人类生活中，意义的不断增长是没有限制

的。”（杜威，2015c，第 96页）但是，反思性思维的价值并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细心而

周到的教育指导才能充分实现。否则，思维会朝着错误方向发展，会产生虚假有害的信念和

非理性的狂热和盲从习惯。 

在杜威看来，教学的方法与思维的方法是一致的。学习就是学习思维。思维意味着逻辑

地进行问题探讨，但这里的逻辑并不是教科书的逻辑。杜威不认为儿童思维不具有逻辑性，

因此不能从外部特别是教师、教科书来强加给他们；但他也反对以所谓自由、自我表达、自

发性、游戏、兴趣以及自然发展等把学校等同于生活、把教学等同于自发性的活动。杜威强

调，教学就是学习问题解决的过程。在杜威那里，学习有着自己的秩序，它是教育行动的基

础，教育的形式基于学习的形式。教学就是创造一种特定的时空或环境使学习得以发生，这

是一种有组织的教学。学习在结构上类似于学校之外的生活，但不同于校外的生活。思维、

生活和教学存在着密切关系（Prange，2009，pp.129.140）。 

杜威把学习等同于反思性思维的学习，这就意味着，即使教育停止了，学习也还在继续。

因为生命总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学习就是回应生命过程出现的问

题和困扰。当生命过程不能按照常规继续的时候，学习就会再次变得明显，因为它是一种终

身性的经验不断改造的过程（彭正梅，2016）。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回避问题，但这就不

是实用主义的信条了，因为这里不存在经验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实用主义就是行动主义，

就是实践哲学，就是敢于面对真实问题。 

教学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答案直接呈现出来，而是要使答案

背后的问题凸显出来即问题化。学校的教学就是对问题解决的自然方法的模仿。传统的教学

割裂了思维、生活和教学的关系，它不过是在训练意义较小的记忆力。杜威的教学法是问题

导向的，当然也是思维导向的。 

杜威指出，思想、观念不可能以观念的形式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只有当一个人亲身

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才算真正在思考。如果个体不能筹划他自己

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寻找出路，他就学不到什么。即使他能准确地复述一些正确的答案，

但他还是学不到什么。告知正确答案，记忆现成的知识，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更不是在培养

反思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那么，知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呢？知识只是学习的中间物，不是最后的目标。

“知识”作为一种资料，不过是进一步探究的资本。无论是谦卑的猜测还是高贵的理论，其

功能都只是帮助预料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否有效，此外还必须经过行动的效果的检验。

如果知识本身就是学习的目的，那么学生就会去堆积知识。但这种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

理想有碍教育的发展，因为它不仅放过了思维的机会不加利用，而且扼杀了反思性思维能力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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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反思性思维试图保持认知活动与环境塑造之间的连续性。杜威认为，认识一个事

物就会引起我们理智资源的紧张感，一种我们的活动被理智表达的所有方式的收紧感

（tightsense）。真正的知识只是那些被组织为我们习惯中的特性（dispositions）从而能

够使环境适应我们的需求以及把我们的需求适应于我们的生活情境的一切。因此，知识也不

仅仅是我们此时所意识到的那些，而且还包括我们无意识使用的、用来理解此时正在发生的

情况的那种特性。作为交易活动的认知，就是把我们的某些特性带入到意识之中，通过建立

一种我们自身与我们生活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来消除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遗憾的是，杜威的教学思想被其追随者等同于形式化的、具有反智色彩的项目学习和做

中学，但这无论如何是与杜威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作为实用主义者，杜威并不否认知识、观

念和理论的作用，但是，如果观念不是被当作研究事实、解决问题的工具，那么，它就不是

真正的观念。以观念自觉地指导行动，乃是个体实践的唯一的选择。换言之，事物或观念只

有在被用来作为手段或工具去得到某种结果或阻止某种结果，或，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结果而

去加以使用时，它们才具有意义。没有这样一种基于手段—结果的反思性思维，学生什么也

学不到。 

杜威指出，教育的任务并不是要去证明每一个陈述，也不是传递每种可能的信息。教育

的使命在于发展有效的习惯和思考的习惯，并借以把被证实了的信念与单纯的断言、猜测和

意见区分开来；在于发展一种偏爱有恰当根据的结论的生动的、真诚的和开放的态度；在于

把适合于不同问题的探究方法和推理方法根植到个体的习惯之中。不管一个人吸取了多少道

听途说的知识和信息，只要他不具有这种开放的态度和习惯，那么他的理智就没有受到教育

和训练。因此，教育的主要使命和职责就是提供条件，使学生养成这些习惯。这些习惯的形

成就是理智的训练，也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二、实践的合作、交流和创造转向：把课堂转化为合作探究的共同体 

 

杜威的实践哲学不仅仅表现在实践的理智转向上，还体现在他原创性地发展了与理智转

向密切相关的实践的合作、交流和创造等方面。 

杜威把生命实践理解为一种面对情境的问题解决，但这种问题解决并不是鲁滨逊式的个

体主义的问题解决，而是一种强调合作交流的问题解决。这即使在科学的探究方法上也是如

此：“唯有一条确然的真理进路—借由观察、实验、记录和受控反应而运作的耐心合作的探

究道路”（杜威，2015d，第 19页）。在杜威看来，反思性思维是肇始于对可变的、不稳定的

自然的反应，但这种思维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和交流性的，其结果也是创造性的，表现为个体

经验的不断改造。因此，合作、交流和创造具有认识论、伦理和民主意义，有利于培养具有

社会参与能力和民主实践的人格，以建设伟大的共同体。 

（一）实践的合作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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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个“联合的活动”（joint activity）。在他看来，人是社会性、

合作性的存在。他反对把个人化约为原子式的封闭、孤立的状态，认为个人是“代表着那些

在共同生活影响下产生和固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的特殊反应、习惯、气质和能力”（杜威，

2004，第 118页）。他形象地指出：“每个人从某方面来说都是一种联合，包括大量各行其是

的细胞。其中，每一个细胞都受到与它相互作用的其他细胞的制约和调控，因此，我们认定

为出类拔萃的人类个体也受到与他人关联的影响和调控；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后果，他

的经验构成，都无法孤立描述，也难以阐释。”（杜威，2015g，第 195 页）当然，社会也需

要个人的效用和从属，也需要为服务于个人而存在（杜威，2004，第 111 页）。但杜威所强

调的实践的合作性，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等级合作，也不是集体主义式的合作。他的合作

是一种民主社会的合作，或，民主本身就是合作。在他看来，只有在民主社会，才会使个体

与社会处于一种良好关系，才会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程度地得到统一。 

个体在专制政府要求下所做的事情，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低级活动，因为这种政府只想保

护它的既得利益，对内对外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而不是通过扩展

关系来求得改造和进步。就像孟子所言，“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但这只会唤起被统治者的恐惧本能，并使之在骨子里产生反社会的气质（杜威，2009，第

77—79页）。 

相反，民主不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一种共同的、相互分

享经验的形式。民主社会的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拥有共享的社会利益，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

生活相互影响，并使社会各种制度能够得到灵活机动地重新调整和改造。 

当然，民主社会也会对个体产生压抑。对此，早期的杜威从社会有机体来加以解释和捍

卫。杜威指出：“这个问题的核心既不在投票，也不在于计算选票以发现多数意见是什么，

而是在于多数意见的形成过程（杜威，2009，第 77—79 页）。”多数人之所以具有统治权，

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仅仅是数量的体现，更是那个社会有机体目标的体现。在民主社会，并

不存在两个不同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它们只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民主社

会与机械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民主社会拥有统一而清晰的意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

体就消失在了社会有机体之中。恰恰相反，杜威指出，民主政治意味着个性是首要而终极的

本真事实（杜威，2015e，第 188页）。在民主政治中，人的个性不管如何卑微，都不能通过

其他人得以实现，不管他或他们如何伟大、睿智。在民主社会里，个性已经得到其最高的道

德理想，这就是民主的伦理意义。 

不过，民主原则也会遇到问题。特别是机器时代，日益复杂的大型社会（great society）

导致了参与民主的公众无法表达他们的公共关切，无法识别和定位自身，导致了公众的丧失。

在后期的杜威看来，其原因在于这种大型社会入侵和部分瓦解了之前时代的小共同体，进而

没有产生一个伟大共同体，这导致了民主公众组织在困境中艰难逆行（杜威，2015g，第

128—129页）。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一种观念。而当民主是一种观念时，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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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生活法则的替代物，而是共同体生活观念本身。杜威指出，不管是怎样的联合行动，

只要其结果被所有参与者认为是善的，同时善的实现达到了可以激发积极的意愿和努力去维

系这一联合行动的程度，共同体才会出现。“关于共同生活（communallife）的清晰的意识

在其全部意义上构成了民主的观念。”（杜威，2015g，第 152—153页）而任何脱离共同生活

的博爱、自由和平等注定是失败的抽象概念，也只能造成肉麻的感伤主义和过度极端的暴力

行为。因此，杜威提出要把这种大型社会转变为一种伟大的共同体。 

实际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已指出，只有当每个人都把自己行动的结果看

作和别人所做的事情有关，并考虑他们的行为对他自己的后果时，他们才会拥有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行动意愿，相互之间才会有一种控制各自行动的共同的了解。这才是民主的共同体（杜

威，1990，第 33—34页）。杜威对此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共同体内部和外部的交流的充分

程度和利益的分享程度（杜威，2009，第 80页）。杜威认为，只有通过从事联合的活动，一

个人在这种活动中运用材料和工具，并有意识地参照别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能力和器具，他的

倾向才能获得社会的指导。这是民主的教育意义。 

杜威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民主共同体中，个体的潜能才会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他们的

人生经历也才会更加丰富。每一个体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为整体的维持和发展做出了各自

的贡献，从而也实现了个体的自治及其自由，不会浪费自己的智力资源。专制社会由于各个

阶级之间的隔离，而沦于丧失尝试的愚蠢；野蛮人的心理是他们落后的制度的结果，而不是

落后制度的原因。而民主共同体由于允许和鼓励一种真正的合作探究，因而是一种更好的智

力方式，因此民主也具有认识论意义。 

德国学者霍耐特认为，杜威对于民主的论述超越了程序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体现

的是一种反思性的合作民主（Honneth & Farrell，1998）。联系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至少会

认可，杜威的民主实践是一种反思性的合作实践。那么，这种合作实践以及合作的共同体是

如何形成的呢？依赖于交流。 

（二）实践的交流转向 

既然一个民主共同体必须具备共享的目的、信仰、期望和知识，否则就不能称为共同体，

那么，显然，目的一致需要交流，而且，每个人必须了解别人在干什么，必须有办法使别人

知道他自己的目的和进展情况。这样的交流反过来也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从而

有助于共同体的维持和改善。 

杜威发现，人具有超越自我中心的交流能力。例如，甲指着某一东西，譬如一朵花，请

乙把它拿给他。那么，乙所理解的甲的动作和声音的特点，就在于他是以甲的立足点去对这

个东西做出反应的。他感知这个东西，似乎它是在甲的经验中发生作用一样，而不以自我为

中心去感知它。同样，当甲在做出这一请求时，他不仅按照这个东西对他自己的直接关系去

理解它，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能为乙所掌握的东西。他看见这个东西时，也正像它可以在乙的

经验中发生作用一样（杜威，2015f，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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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交流一个经验，那么他必须像另一个人那样来看这个经验，考虑那

个人与这个经验有什么关联，以使他能理解经验的意义。相反，交流的接受者也必须体会另

一个人是如何想和如何感受的。通过分享的邀约，交流各方都进入另一个人的视野，都会获

得经验的扩大和改变，都可以窥见人类境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相互交流也是生活的一种直

接提高，它本身就让人得到满足（杜威，2015f，第 123页）。交流带有一种共享和融合一体

的意义。相反，靠发命令和接受命令本身并不产生目的的共享和兴趣的交流，因为双方都没

有从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发命令者不了解接受命令者的真实目的，而接受命令者只是迫于

形势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而与命令者虚与委蛇，因此促进了虚假交流的表演和盛行。 

真正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协作和合作的过程，不仅可以产生共同的理解和共享的世

界，而且还是反思性思维产生的一个契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自己心理习惯

的特殊性，认为自己的心理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并以己度人。通过合作和交流，我们才有机

会联系他人来反思自己的思考习惯和理智习惯。这样一来，人的实践就是一种反思性的合作

实践，而交流在这种实践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杜威指出，在所有的事物中，交流是最为奇妙的。杜威在自己的哲

学思考中表现出一种交流转向，并提出了自己的交流理论。其《经验与自然》似乎并不是在

探讨经验和自然，而是在建构“一种交流如何可能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流的理论”

（Garrison，Neubert，& Kersten，2012，pp.77.108）。杜威认为，甚至生命和心灵跟自然

之间的互相符合的情况也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通音讯。一个人借助音讯的传递得知另一个人

的每一个动作、观念和意愿，以改进他自己的意愿、观念和动作，从而使自己参与到一个共

同的情况之中，而不再从事个体的和独立的活动（杜威，2015a，第 182-183 页）。“互通音

讯”带有积极的程序性的特性，而不是单纯的复制，更是一种相互的调适。这是一种无尽的

过程。这也体现了自然不是独立于人的实体，而是在与人的交流中被建构起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杜威并不强调人是完全可以沟通的，或者说，人是完全的社会性的存在，

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合作中，个体的“欲望和思想，不管它们是怎样主观的，乃是行

动的一个初步的、暂时的和起初的样式”。它们是在建设过程中一种沟通的、公开形式的“外

显的”行为。在这个准备性的中间阶段，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私有和不可沟通的状况，也就是，

个体存在着某些不可沟通的私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仅构成个体性以及“内心私有的领

域”，而且还构成了个体的创造性的来源。换句话说，经验按其本质而言，总是为一个人所

拥有；一切有关经验的事情，总是受一种私有的和排外的性质所影响。这恰恰使得交流成为

最为奇妙的事情，从而也使得个体实践带有某种个人的独创性的风格。 

由于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协作与合作的过程，因此它在杜威的伟大共同体的建设中具

有核心的作用。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提出了把大型社会变成伟大共同体的 6个前提条

件： 

（1）使个体之间有机联合成为可能，如提供保护，因为联合的生活方式是共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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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2）确保联合的生活方式对彼此有益，如提供个体单独生活所不可能获得的自由和安

全，解放其潜能； 

（3）公正地分配作为社会资本的知识、教育和合作探究； 

（4）个体据其能力负责任地参与到共同体的行动和问题之中； 

（5）内部群体的顺利整合和合作； 

（6）维持借助共同符号和象征的交流。（Bishop，2010，pp.107.114） 

可以看出，在这 6个条件中，前 5个条件都与交流有关，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交流。

因此，杜威说，“在这个大型社会转化成一个伟大共同体之前，公众将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交流可以单独创造一个伟大共同体”（杜威，2015g，第 145 页）。当然，杜威的意思并不是

说，个体性会丧失在这个伟大共同体之中。相反，只有在这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个体性不

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一种新个人主义的机遇（杜威，2015b，第 59—68

页）。 

（三）实践的创造转向 

1934 年，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重建了他的实践概念，并通过人的经验来把实践和

创造性结合起来，把人的经验界定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并内在地把它与人在世界之中、

与世界之间（in and with the world）的行动联系起来。从下面“人的经验模式”图中（图

1），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源于内在冲动并指向一种情绪性的完满和完成；实践者会遭受外在

的困境和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被结构化为指向环境的“做”和吸收环境回应的“受”

之间的连续循环；实践正是通过“做”和“受”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而产生，实践者也由此获

得完满的经验（Glaveanu et al.，2013）。 

杜威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实践中，把这个框架与创造性实践联系起来。艺术创造者对着艺

术对象（世界）而行动，以把自己的艺术视野客观化。不过，这个行动会受到世界的阻碍，

实践者必须认识到并承受起这种阻碍，并不断地加以评估和整合。正如杜威所说，艺术是“一

种发展过程。……由于其先前的所为，艺术家发现自己要去哪里；这就是说，最初的激动以

及与世界的某种接触的震动经历了一系列转化。他所达到的材料状态要求达到完成，并产生

了一个限制其他操作的框架。”（Glaveanu et al.，2013）对杜威来说，艺术实践是艺术家

和艺术对象之间的互动。艺术家的创造总是要经历一系列的自我观察，需要对操作和结果进

行检查和评价，预先的计划、不断的调整也在调控着其艺术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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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探讨的艺术创造，也体现了所有创新实践的基本特征：做和受是创造过程的基础；

创造过程包括行为、认知、情感和动机等要素；外部的阻力造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消极经验；

创造需要不断地评价内在的“冲动”和外部的“阻碍”；创造活动具有情境性和关系性；创

造性的消极经验变成圆满的情绪性经验。对比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问题解决特征

的描述，以及在《我们如何思维》中对反思性思维特征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

致性：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对实践的创造性的描述是在指出，真实的实践是创造性的，

它表现为一种困境的扭转或克服；创造在其本质上仍然是理智的、反思性的；创造活动表现

为实践者经验的不断改造。 

为了减少人们对“创新”（creation）的误解，杜威还刻意选择了“创造”（construction）

这个词来表示每一个体都具有创造能力。创造力并不只是做出从未有过的新发现（杜威，

2015b，第97—108页）。宇宙因为个体的创新，哪怕是小范围内的新尝试而有了全新的开始。

个体以独特的方式应对我们共有的世界，这就是创造力的表现（杜威，2015b，第106页）。

当然，这种创造必须与反思性思维即批判联系起来。杜威指出：“不经过批判的创造只是一

股冲动；不是为了再创造而作的批判就会减弱冲动，导致思想贫乏。正如吸气与呼气是维持

生命、继续生命的共同表现，批判与创新也是同一个生命体的共同表现。”（杜威，2015b，

第106页）换句话说，个体生命实践即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创造的表现；创造表现为反

思性思维与行动的结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即创造。杜威指出：“审美的敌人既不是实践，也不是理智。

它们是单调；目的不明而导致的懈怠；屈从于实践和理智行为中的惯例。一方面是严格地禁

欲、强迫服从、严守纪律，另一方面是放荡、无条理、漫无目的地放纵自己，都是在方向上

正好背离了一个经验的整体。”（杜威，2005，第43页） 

创造活动的结果就是实践者拥有“一个经验”，杜威称之为审美性的经验。杜威指出，

“任何实际的活动，假如它们是完整的，并且是在自身冲动的驱动下得到实现的话，都将具

有审美的性质。”（杜威，2005，第42页）一个经验成为审美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本身

是倾向于分离的刺激，转化为一个朝向包容一切而又臻于完善的结局的运动。因此，创造也

不仅仅是一种理智过程。在杜威看来，这种不断克服阻力最终达到完整和圆满的和谐状态的

过程蕴含着情感和想象力的转化力量。情感推动经验趋于完善并成为一个整体，而想象力则

会在不同元素之间建立联系，使经验成为一种清晰、复杂的和谐整体，将先前经验与新的经

验联系在一起，汇聚成新的结构。 

创造性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它不仅内涵于杜威的实践概

念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个体的不可化约的内在性之中。尽管杜威强调行动，但他并不是一个

行为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个体的心理就是其可观察的特性。杜威认为，只有在个体卷入使

用符号的行为情境中，其思维才能产生。这并不是消解私有的个体的主体性，而是说，我们

可以把我们的交流能力转向内部。心灵只有在使用语言的主体的共同体中，才能存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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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一旦存在，它就变得“私有化”了。语言向内所产生的私人领域，变成了一种自发的创

造力的地方，变成了某种本身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四）把课堂转化为探究的共同体 

从杜威实践即创造的经验结构中可以看出，实践即表现为实践者的经验的不断改造，如

伦理实践表现为伦理经验的不断改造、政治实践表现为政治经验的不断改造一样。因此，教

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成长即表现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改造。 

只有审美性经验才具有真正的教育性。只有所经验的事物完成其历程，经验达到其开始

的目的，这样才叫拥有一个审美性经验。只有在这之后，它才能整合进个体经验的洪流，并

与其他经验区分开来。这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而不是整体性的静止的池塘。河流的流动赋

予其前后相继的各个部分的确定性和趣味，要大于存在于池塘之中同质的部分。因此，审美

性经验中的这一部分导致后一部分，后一部分又继续承载之前的部分，但是，每一个部分都

获得其自身的特性，并具有未来开放性。这样，持续的整体由于前后相继的、强调其不同特

色的阶段而被多样化了。真正的实践永远与创造密切相关，表现为经验的生长，新旧经验相

互结合、持续不断作用的过程，因而也永远与教育相关。 

这种经验的不断改造也与民主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休戚相关，而对民主的信念和能力则

依赖于民主主义的教育（张梅，张立成，2011）。杜威指出，对既已存在的社会制度，“只有

通过那些已经把他们的心灵从现存的秩序标准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审慎的干涉，才能得到改

善。”（杜威，2015a，第143页）而教育对于培养这种改善的和创造着的心灵或习惯具有重要

的作用。 

按照杜威对合作、交流的理解，人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交流性的（social and 

communicative），因而教育实践也是一种社会过程。个体的理智能力并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

相反是在合作、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在民主社会，个体生命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或应该是民

主的。作为问题解决的学习就是交流性的和协作性的过程。反过来说，合作生活和交流过程

本身也具有教育作用，它可以扩大并启迪经验、刺激并丰富想象和反思性思维。根据杜威对

反思性思维以及合作交流的理解，课堂教学必然是一种合作探究和交流创造的共同体。它具

有以下特征（Rodgers，2002）： 

（1）反思是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它使学习者从一个经验进入到下一个经验，并更深

地理解这个经验与其他经验和观念的关系和连结。正是这条主线使得学习的连续性成为可

能，并确保个体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 

（2）反思是一种系统的、严格的、有约束的思考方式，并扎根于科学探究之中。 

（3）反思需要在共同体内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 

（4）反思需要一种珍视自己和他人的个人成长和理智进步的态度。 

也就是说，要实现这种探究的共同体，必须有一个互动的学习环境，一个持续的实践空

间；成员之间要民主地参与共同的生活，为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由；要使学生通过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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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来体验和扩展经验。要把课堂变为探究的共同体，教师的角色最为关键： 

一是在交流方面教师的角色。在传统课堂之中，师生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权威性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被认为是工具性的或策略性的，是知识和价值传递的工具。康德认为，教育

应该从强迫开始，最终发展成平等交流。儿童能够且必须通过控制的庭院进入交流的王国，

因此，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通过强制来培养自由”。但是，按照杜威的理解，康德的模

式会忽视儿童的人格。交流应该是非控制性的，交流本身会发展出交流的品格，如容忍、耐

心、提出和接受批评的开放性、承认人可能犯错误的倾向性，以及为了别人有机会发言而自

我抑制，愿意全神贯注地倾听（English，2009）。教育本身是一个“开始”进入对话关系的

过程。对话不是在儿童已经被教育后发生的事情，相反，教育本身应当是对话，我们应当以

对话的方式进行教育。 

二是教师在合作探究中问题设置的角色。这里的合作探究并不是日常生活的探究，而是

必须经过教师的人为设计。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去了解电的使用方法或日升日落的现象，

但要理解电流的规律或者太阳运动的原因，就必须用一种理论经验来重新理解已有经验中所

熟悉的事物。而理论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它必然要在学校教学中有目的地传授。因

此，杜威认为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并赋予学校三个任务：第一，为培养基础能力和

人为传授复杂知识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第二，排除社会对经验和学习的不利影响；第

三，除去那些来自儿童身上所带有的社会群体的限制，使之从其原生的共同体的限制性中解

脱出来，有能力将来在社会中过好个人的生活，有能力加入各种不同的、自己选择的社会共

同体以及参与公共讨论（本纳，2017）。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强调“教育就是不断生长；

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杜威，2009，第73页）。 

在杜威看来，个体的理智成长本质上都是合作的产品。相对于一种把知识视为孤独心灵

的成就的心理学，杜威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知识是一起生活的人类合作性和交流

性运作的产物”（杜威，2015d，第46页）。而传统的教学激发了被动性的邪恶，鼓励了心灵

的被动性，窒息了理智的思考，无法唤起判断和个人理解，使好奇心受挫，造成心灵无所事

事，使学习变成一种沉重的任务而不是乐趣。相反，在作为合作探究的共同体的学校中，儿

童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聚在一起，获得与陌生人相遇和与之进行有意识合作探究的经

验，并有能力在学校之外创造性地参与建设伟大的共同体。 

总之，在杜威看来，个体与世界的实践关系，是一种必须借助合作和交流的反思性的关

系，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审美性的经验（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视为杜威4C的实

践哲学模式，其中C1为反思性思维，C2为合作，C3为交流，C4为创造（审美性经验）。就杜

威反思性实践即反思性思维而言，这个模式也是杜威的反思性思维模式，一种超越了《我们

如何思维》中的反思性思维界定的模式。当然，这种实践模式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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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以易之：杜威4C公民的论述及其意义 

 

杜威的4C论述体现了其哲学和教育学思考的四次转向：把思维转向问题情境，把合作转

向民主的共同体，把交流转向人的经验扩展和共同体的维持和改善，把创造性转向审美。这

四次转向大致相应地体现在其关键性的作品之中：《我们如何思维》《公众及其问题》《经验

与自然》以及《艺术作为经验》。相应地，杜威的实践哲学思考也逐步走向深入：反思性思

维指向实践的必要性，合作交流指向实践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创造性强调经验的完满性和审

美性。反思性思维指向个体领域，合作交流指向社会政治领域，创造指向审美领域。杜威的

4C转向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社会理想：（早期称为）建设民主的共同体或（晚期称为）伟大共

同体。 

杜威精神史的这四次转向是一种世界大国的哲学和教育思考。杜威称自己的思考主要源

于实践而非书本，并与美国社会的不断转型密切相关。在1859年杜威出生时，美国还处在农

业社会，教会还是当时社会的精神领袖，教育也主要由教会控制。但在1952年他去世时，美

国已经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和一流的教育强国，拥有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杜

威一生见证了美国不断转型：从教会主导的社会到拥有大型组织的社会；从宗教知识主导到

科学主导；从精英共和到人民民主；从乡村社会到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并发展为全球超

级大国。美国社会的这些转型及其时代任务促进了杜威的哲学及其教育思考：只有“4C公民”

才能建设伟大共同体。 

我们可以从《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找到其4C的论述或端倪。杜威的四次转向是其教育哲

学更深的分论述，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其教育哲学的总纲。《民主主义与教育》指向的

共同体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普鲁士所谓的伦理国家。在杜威的4C论述中，个体始终

没有淹没在共同体之中，教育的核心就是表现为个体经验的成长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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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威并没有明确提出“4C公民”的表述，但他确实对4C进行过富有独创性的论述。

而且考虑到杜威对民主社会、伟大共同体的核心关切，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杜威的4C论述

指向了一种公民形象或新人形象：善于交流合作的、能思考的、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公民。但

是，杜威把教育目的界定为生长、界定为经验的不断改造，在美国长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

批判。保守主义者如赫什（E.D.Hirsch）、布鲁姆（Allan Bloom）、拉维奇（Diane Ravitch）

称杜威的教育目的是反智主义的，放弃了核心知识的重要性，使课程破碎化；而批判教育学

者如鲍尔斯（Sameul Bowles）、金蒂斯（Herbert Gintis）、弗莱雷（Paulo Freire）、费恩

伯格（Walter Feinberg）以及罗斯蒙特（Henry Rosemont）指责杜威培养顺民，放弃了对

社会结构和规范的改变（Hildreth，2011）。但是，从4C方面来看，这些指责是不公平的。

4C体现了一种实践者的人格特征，也带有一种实践领域的全面性。就教育而言，杜威既重视

教育的个体方面如反思性思维和创造，也注重教育的社会方面如合作与交流，这既是一种真

正的全人教育，也是一种致力于个体和社会不断改善的公民教育。杜威的4C论述反而由于不

带有浓重的政治派性色彩，而具有持久的历史意义、当下关联和未来意义。 

“4C公民”这样一种形象在西方教育史中超越了柏拉图、卢梭和康德的教育思考。杜威

超越柏拉图和康德的地方在于他的教育理论思考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他没有在日常

经验世界之外还区分出一个理念世界或理智世界。杜威强调，我们共同经历的日常世界就是

最真实的世界，我们的思维应该聚焦于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他超越卢梭的地方在于他没有

把个体的意志让渡给普遍意志，而是把卢梭自然教育获得的理性能力永恒地留给个体，并让

个体进行终身性的经验的不断改造。 

柏拉图通过培养哲学王来领导一个等级的世界，卢梭的爱弥儿则要么与世界隔离，要么

去参与暴动、去实现一个所谓普遍意志控制的社会。只有杜威的4C公民实现了教育中的个体

性和社会性的动态互动。杜威指出：“使个体有能力参与不断改变社会这一任务的需要，被

作为教育哲学的中心。”（杜威，2015c，第35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社会中任何具

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哲学，都必须是一种社会哲学的表达。 

杜威认为，只有普通民众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进而对政治家做出判断。教育、媒体

等可以把专家“准确”的知识提供给一般公民，但公民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管理像美

国这么大的国家，显然是每个人的事，而不是一小撮专家和政治家的事。杜威70岁从哥伦比

亚大学退休后选择成为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他既批判资本主义限制了工人对其工作的参与，

也批判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政府规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取走了个体的自由。

杜威想走一条非集权的规划的社会道路，这样工人和消费者可以参与决定影响他们生活和社

区的决策。显然，这是一条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或公众的社会主义道路。 

杜威对培养4C公民和民主共同体的论述不仅源于美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同时源于他对其

他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德国哲学和政治学的探讨。杜威认为，德国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是

其文化、哲学和教育的直接结果。杜威把德国当代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



17 

 

尔。他认为当代德国人继承了他们对二元世界的主张—一个是内在的理想生活，一个是外在

的秩序生活，而“服从、纪律和遵从”等观念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商业上，还体现在教育上

（Fallace，2017）。 

杜威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制造了两个世界，即理性的双重立法的世界。也

就是说，在经验世界，理性为自然立法；在本体世界，理性为自己立法。这就产生了两个世

界：一个是外在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世界，一个是内在的、观念的和自由的世界。这两个世

界相互分离，但内在的世界总是第一位的。真正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在外在世界中，因果

法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使得忠顺、纪律和服从构成了组织成功的必要条件。实践的尺度就

是服从。这样一种服从准则有助于圣化和美化现行国家，并造成“德国人比别的民族更容易

让自己从生活的紧急关头退隐到内在世界”的精神气质（杜威，2015f，第123页）。 

在杜威看来，黑格尔更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把国家理解为一种最高的伦理存在。普鲁

士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最充分地体现了法律或普遍性，国民应该按照这个法律来安排社会和

个人生活，因此，德国人享受到的是人类所获得的最大的自由（杜威，2015f，第154—155

页）。按照费希特、黑格尔的观点，世界精神是人类实现其存在目标的主导意志，而爱国主

义就是让这个目标在特定国家实现的意志，因此，也是惠及全人类的意志。当然，这个国家

的顶峰就是普鲁士国家，因而，普鲁士国家是一种神性的伦理的机构，这样一来，爱国主义

就变成了宗教。杜威指出，德国的中学和大学受到国家控制，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除了有顺从国家的自由外，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杜威，2015f，第161页）。 

杜威认为，德国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求助于唯心主义的永恒原则和赞美辞藻，借助永

恒原则来对狭隘自私、缺乏同情心和人性的行为进行辩护，并引起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欧洲

战争。他指出，“除非我们接受和平所包含的积极理想：打破阶级、种族、地理和国家的界

限，促进人类交往的功效”，否则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种理智的、具有勇气的实践哲

学将会设计出一些方法，使得那些协调人类交往的力量能够在未来发挥切实的作用。显然，

在杜威看来，美国的历史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关于美国未来的哲学：人类的自由和充分的交往。

而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明智地进行合作实验。因此，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才是一种未来哲学，

是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是理性的真正的实践转向（Bernstein，2017）。 

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倡导培养4C公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也是一种未来教育哲学的

方案，是对德国教育哲学的超越，体现了美国教育哲学的原创性，这个特征尤其体现在杜威

在这本书第七章的论述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实现了这种教育哲学。在杜威看来，这种教育哲学是美国

的教育理想，也是世界的教育理想。因此，即使美国或别的国家也不应该阻碍人类的自由和

充分的交流，阻碍这种教育哲学。在全体人类相互之间的更充分、更自由和更有成效地联合

和交往方面，国家主权属于次要的和暂时的性质。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形成这种有效的心理倾

向。“否则，教育的民主主义标准就不能彻底地应用。（凡是能使人们不受地理限制，团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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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事协作性的人类事业的事情，都必须加以强调。）”（杜威，2009，第93—94页）杜威的

4C公民不仅指向美国，还指向全人类的伟大的共同体。 

今天国际上兴起的21世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认为，4C能力是一种国际货币，可帮助人找

到工作、获得幸福，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因而，这种观点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相比之下，

杜威对于4C公民的论述更加具有一种人文特性和未来意义。4C公民对于伟大共同体来说，不

仅具有工具价值，同时其本身也具有某种圆满性。对于人类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增加但合

作交往和交流却受到扭曲和阻碍的后疫情时代，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要在自己的教育中增

加4C的维度，提升国际交流、理解与合作。 

实际上，倡导这种教育哲学的杜威本人的教育足迹也带有世界性。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

任教期间，先后赴日本（1919）、中国（1919—1921）、土耳其（1924）、墨西哥（1926）、苏

联（1928）和南非（1934）等国访问讲学和考察，对“当地”的教育产生了“世界”的影响。

不过，杜威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中国，他刺激了、激励着中国从旧文化、旧教育向新文化、新

教育的转型以及不断转型。儒家对于“谁以易之”问题的精英化回答，遭遇到了倡导平民教

育（即民主教育）杜威思想的冲击。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久资源。 

即使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教育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培养

什么样的人来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换言之，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一种必

要而迫切的任务（彭正梅，郑太年，邓志伟，2016）。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人当然应当具备基础知识、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价值倾向，但

4C能力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国际竞争力恰恰也体现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比任何时

候都需要培养交流论证能力、合作创新能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以及教育现代化，

在培养学生的4C能力这点上应该具有类似的内涵。因为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世界之

中，并需要在世界中去谋划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杜威对于培养4C

公民的论述，有助于推动我们的教育变革，实现我们高贵的抱负。 

从杜威的4C论述来看，传统学习中的“学思问题”“知行问题”应该转化为“思考、交

流和行动”“合作性问题解决”，权威性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也应该转化为“合作探究的共

同体”。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培养反思性思维、不培养合作能力，不培养交流能力，

不培养创造能力，那么，我们的教育现代化乃至我们的世界雄心和抱负都将无从谈起。幼儿

园的孩子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到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就开始沉默了，变得不敢或

不能公开表达和论证，相互之间产生了过度的恶性竞争，理智和心灵的被动性逐渐滋长，学

习变成一种任务而不是乐趣。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反4C或漠视4C。尽管我们今

天特别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忽视了创新能力是一个技能组合（setskills）：它需要批判、

反思、交流与合作。 

按照杜威的说法，我们不仅要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还要反思教育之外的制度。4C公民

需要的是一种容许探究的共同体，既包括学校，也包括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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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宽容去容纳那些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积极公民，并为其提供保护和发展空间。 

显然，杜威实用主义对实践或问题解决的效果的强调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有着深

层的呼应性。但是，杜威对实践的4C论述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注意“致”的方法的科学性，

也需要允许对“用”进行民主的讨论，因为“用”不能专制地加以确定。否则，“经世致用”

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而有些人特别是有权势的人总以为自己在正确的路上。这两点在100

年前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热烈而坚定地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是我们

现代化初心的一部分。 

按照杜威的理解，文化和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现在热烈宣

传和激烈捍卫的特色，也曾经历过不断的变化和转化，它并不是我们的第一天性。我们今天

应对世界问题习得的第二天性，也会转化为我们的第一天性。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性是

否可以变革的问题，而是在现存的情况下如何加以变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也是个教育问题。“因此，凡是压制和歪曲那些能在最少摩擦和浪费的条件下改变人的倾向

的教育过程的东西，都是在助长那些使社会陷入停滞和僵局的势力，并从而鼓励运用暴力来

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杜威，2009，第274页） 

那么，杜威的教育哲学不存在缺点吗？当然存在。这里提出两点。第一，杜威崇奉解决

问题的反思性思维，否定沉思性思维及其价值，并把这种沉思性的思考视为旁观者的思维，

一种前现代的寻求确定性的理论崇拜。杜威认为，任何伟大的理论和主义，在实践问题面前，

都只是一种资源和工具，其价值都有待于问题解决的效果来加以评判。不能用理论来裁判问

题，而只能用问题来裁判理论。因此，杜威的（教育）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思维：一切

为了解决问题，一切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低估和遮蔽了沉思性静观的价值，例如，审美

经验就可以提供某种治疗和慰藉。此外，在一个无法真诚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社会，“一无所

用”的沉思，也许具有某种真正的实践性和未来性。 

第二，与第一个相关的是，杜威对于伟大共同体的想象有可能会压制和伤害富有创造力

的个性（彭正梅，2020）。杜威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德国对于共同体的强调暗含着某种灾难的

性质，但他对于美国这个伟大社会破碎化、分裂化的阐述，一方面使得他没有看到非政治性、

中立性的伟大社会中可能的包容性和人文性，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对共同体概念的反思和批

判，即共同体也有可能沦为具有某种消极的同质性和统一性，从而会洁癖地反对所有的多样

性、多元性和异在性。因此，其共同体概念的合理的逻辑结论应该是建立一个允许个性发展

的不同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伟大社会。这样才能避免一种理性的自负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保留某种创造性天才成长的土壤。即使中国古代的伟大皇帝也允许某种逸民的存在，但美国

今天的民粹主义的共同体想象则带有某种排斥异己的暴力性质，从而也遗忘或偏离了其曾经

拥有的杜威社会哲学或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践哲学告诉我们，从来不存在一个对象化、理想化的自然或世界等待着我们去

实践或实现。真实的情况是，我们通过4C的实践，和这个自然、和这个世界一起成长，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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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更丰富的成长。这对于大国来说尤需如此，也尤为必要。杜威的4C教育哲学是一种大

国生长的教育哲学：追求伟大以及再次伟大的雄心、韧性和恒心，都源于这种生长性（growth）

的而不是孤芳自赏式的教化性（Bildung）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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